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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對東西方哲學整體發展做了深入的探究，並釐清「反智」所指涉的內涵與脈絡。經過分析與釐清後，本文整理出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四個特點。首先，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並非完全拒斥智性能力，而只是對智性能力提出了批判。第二，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仍然必須透過語言文字來表達。第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與其它科學相同，目標皆在追求真理，只是在方法上略有不同。前者透過打破傳統智性能力的框架追求真理，後者則透過實徵經驗與實驗。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共量性。第四，本文區分了「反智傾向」與「反智主義」的不同。前者是指對傳統智性能力作為追求真理方法的批判，後者則是指對整體智識教育的反對。前者雖然批判智性能力，但並不反對追求真理與智慧。就這一點來說，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與反智主義的立場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也因此並不是一種反智主義。本文的結論為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除了解釋運動場上的現象外，也讓我們能以更開放多元的態度面對運動，進而獲得更多美好與深刻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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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larifies the content and context of the "anti-intellectual". After analysis and clarific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philosophy of sport with an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PSAIT). First, PSAIT does not completely reject intellectual ability, but only proposes a critique of intellectual ability. Second, PSAIT must still unavoidably be expressed through language. Third, like other sciences, the goal of PSAIT is to pursue the truth, but its method is slightly different. PSAIT seeks truth by break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abilities, while other sciences seek truth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The two philosophies are incommensurate. Fourth, this article distinguishes between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ability as a method of pursuing truth,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opposition to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 former criticizes intellectual ability, it does not oppose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wisdom. In this regard, PSAIT is fundamentally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anti-intellectualis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SAIT not only explains phenomena in the sports field but also provides us with an open and diverse attitude when we exercise and allow us to have more beautiful and profoun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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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哲學的傳統－特別是西方哲學－是智性的 (intellectual)。這些傳統包括理性 (reason)、語言 (language)、邏輯 (logic)、概念 (concept)、分析 (analysis)、推論 (deduction)、思考 (thinking)。哲學的目的在於追求終極的真理，不少哲學都家相信，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我們必須透過上述提及的各種智性能力 (intellectual ability) 才能達成。
然而，有不少運動哲學的觀點卻反對智性傳統的進路。他們認為，為了突破智性框架帶來的限制，我們應該在運動時避免使用這些原本備受推崇的智性能力。例如，我們可以在《比賽，從心開始》這本廣為流傳的運動哲學著作裡看見，作者Gallwey (1974) 認為當我們運動時應該避免讓思考的自我去影響到行動的自我。要讓思考停止，讓身體自己去運動。我們也可以在另一本經典的運動哲學著作《射藝中的禪》裡發現，作者Herrigel (1948/1999) 認為在他稱之為射藝 (the art of archery) 的弓道中，所有高超的射箭技術都無法透過語言和概念來表達跟傳授，並且我們唯有拋下思考，才能進入所謂開悟的境界。這些觀點都顯示了我們在運動或是操作一個技能時，並不一定需要透過智性能力的參與才能有好的表現。本文把這一類的觀點稱作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 (philosophy of sport with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註1、註2
反智傾向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的運動哲學觀點充滿了吸引力，《比賽，從心開始》創作至今已經四十逾年，光是英文版的銷售量就已經達八十萬冊。這本書近年來仍不斷再版，並且翻譯成多國語言在不同地區發行。其所影響的對象不只是網球運動員，更包含其他項目的運動員與其他領域。《射藝中的禪》更堪稱經典，它已經出版了七十餘年，除了翻譯成多國語言、不斷地再版外，它還影響了後來的許多著作，《比賽，從心開始》、《武藝中的禪》(Hyams, 1979) 即是有名的例子。後世許多運動員和哲學家對這本書中提及充滿禪機與神秘主義 (mysticism) 的觀點充滿興趣，並且對這本書的討論與爭辯至今仍然沒有停止過。
但是，這些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很可能被詬病為是一種反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例如，我們可以質疑Gallwey (1974) 在《比賽，從心開始》裡的觀點：人怎麼可能在運動時不思考？我們的身體又怎麼可能會獨立於意識自己去運動？Gallwey的觀點在科學的角度看起來，似乎有點那麼「不科學」。又例如，我們也可以這樣反對Herrigel (1948/1999) 在《射藝中的禪》提到關於射箭技術的看法：一種技術如何不透過語言和概念來傳達？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知識是否還是知識？如果不解決這些可能的質疑，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難免會與反智主義劃上等號。
本文認為，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並不等同於反智主義。它們只是具有反智傾向，但並不反對整體的智識教育；這些觀點反對單憑智性能力來獲得智慧，但它們並不反對追求智慧這件事情本身。這個論點是本文稍後會作說明的。然而，反智傾向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又有什麼樣的特點？它們解決了哪些問題？又同時帶來了哪些問題？它們與反智主義有什麼不同？這些都是本文待討論與探究的課題。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首先介紹幾個具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歸結出其特色，並提出這些觀點常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接著，為了回應這些困難與挑戰，本文深入東西哲學發展的脈絡探討，釐清「反智」的內涵，並區分反智傾向與反智主義之不同，以回應前述的問題與質疑。最後，本文根據以上的探究再提出自己的觀點做總結。
貳、反對智性能力的運動哲學觀點
一、國內外常見的運動哲學觀點
無論國內或國外，都存在反對智性能力介入運動、或是反對以智性能力理解運動的觀點。在西方，Monahan (2007) 以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哲學反理性的觀點談及武術中的自我克服，藉以反對傳統哲學所強調不變動、永恆的生命價值。Breivik (2014) 在〈運動知識與knowing how的問題〉一文中認為運動的技巧就是不需要概念和語言的knowing how，並且進一步比較前人對技能知識的觀點，分析如何運用在運動上。此外，坊間流行的《武藝中的禪》與《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兩本書，作者Hyams (1979) 與Millman (2000) 都是西方人，他們透過學習體操和武術的運動歷程，強調運動員應該放下過多的思考與自我介入，不要讓太多的意識與概念影響運動員的專注。儘管這兩本書並不是嚴謹的學術文章，但卻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關於運動的寶貴智慧。
在臺灣，劉一民（1991）認為運動的表達是一種「體知表達」，與科學的「理性思考表達」不同。體知表達是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表達，是非理性、非思考、非概念的，所以很難透過科學、客觀的方式去掌控；但也因為其不確定性，而有了更多的創造性特質。透過這種具備開創性的運動經驗我們可以創造出許多感動、崇高、或是心醉神迷的體驗。劉一民也認為，在運動的身體經驗中，意識跟身體的關係不再只是「主體與客體」、「主人與工具」、或「知覺者與被知覺者」的關係。在運動的經驗中，主體與客體的區別消失，兩者合一達到一種互為主體的狀態。這樣的體驗有點類似中國哲學裡的「天人合一」或是「物我合一」的境界，更是一種「無我」的體驗。在這狀態裡運動，人們自由的沈浸其中，享受開放且豐富的運動意義。另外，石明宗（2007）在《登山客與博士－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一書中，透過遭遇山難的真實經驗結合東方禪學與西方哲學的反省，提出了運動作為一種「宗教」的觀點，認為運動與宗教相似，可以讓人們身處於世俗世界之中，卻又使人擁有神聖的體驗。他更藉此進一步對傳統的智性教育批判，認為教育讓我們做太多過度的思考。他提到：我們失去了對事物的好奇、新鮮、敬畏、想像、與創造力，更可怕的是我們活在自己建築的想法世界裡，而無法與別人、與大自然交往（石明宗，2007）。呂潔如（2010）則在〈身體定位－探討運動哲學研究中的尼采〉一文中提出，西方哲學的傳統觀點無論是柏拉圖 (Plato, B.C. 429-347)、蘇格拉底 (Socrates, B.C. 470-399) 或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都是看重心靈而貶低身體、看重理性而貶低感性、看重精神而貶低慾望；尼采作為一個顛覆傳統理性思想的哲學家，「向西方哲學家們投擲了一顆帶有『身體』觀點的思想炸藥」讓哲學開始注重身體、慾望等人類非理性的面向。
上述提及的觀點都屬於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它們的共通點是認為智性能力不是我們追求運動表現的唯一方式，有些甚至認為智性能力就是一種限制和框架，我們必須拋下它們，才能有更好的運動表現。然而，本文認為在諸多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中，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兩部著作莫過於《比賽，從心開始》與《射藝中的禪》。這兩部著作的影響力在本文的第壹章已經介紹過，其內容與衍伸問題一直到今天都還廣受討論。下一節本文將深入探討兩本著作的內容，並揭示出背後反智傾向思想的內涵。
二、《比賽，從心開始》
《比賽，從心開始》的作者Gallwey (1974) 是一位網球教練，他透過多年的教球經驗與觀察後，提出一個「兩個自我」的觀點：當我們在運動時會同時出現兩個自我，分別是自我1與自我2，而這兩個自我的相互作用將會影響我們運動場上的表現。根據Gallwey的觀點，自我1是思考的自我，負責各種判斷、指令、跟抉擇；自我2則是運動的自我，負責場上的行動。他認為我們常犯的錯誤就是「自我不停止的思考活動，會干擾到自我2的天生能力 (Gallwey, 1974, p. 21)。」我們之所以會在運動時發生緊張、焦慮、或患得患失的情況，就是因為自我1過度影響了自我2，讓自我2受到拘束，於是顯得不自在而無法好好表現。他主張，我們應該讓自我1停止干擾，相信自我2，然後讓自我2「自己」運動。
Gallwey所說的兩個自我是一種內在狀態，並非真的有兩個具體的我出現在場上。如果用西方傳統心物二元論的觀點來看，自我1就是會思考的心靈，自我2則是會運動的身體。換言之，Gallwey認為當我們運動時，不應該花太多心思在思考上，以免過多的思考影響了正在運動的身體。
此外，Gallwey更進一步認為，運動時必須排除思考和意識介入，讓身體不假思索地自己打球 (playing out of mind)，才有辦法維持流暢、巔峰的表現。正如那些在幾千萬分之一秒之間作出反應的運動員一樣，他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根本沒有時間思考，但身體卻作出了正確的反應。可見身體的動作並不需要有太多思考跟意識介入。Gallwey在書中寫下了這段話：
讓我們想一下那些運動員處於「火燙」或是「巔峰境界 (on his game)」的心理狀態。他在想著他怎麼擊到每一顆球嗎？他正在想著什麼嗎？讓我們看看那些用來描述這些巔峰球員的句子：「他真是瘋了」、「他打得超出了自己的想像」、「他彷彿無意識一樣」、「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這些描述的共同點也許可以稱作「沒有心靈思考的介入 (mindlessness)」。這就好像思考的心靈停下來了—或者至少心靈有某些部分不再運作了。……而且，頂尖的運動員知道，他們的最佳表現，總是在沒有思考的狀況下發生的 (Gallwey, 1974, pp. 7-8)。值得注意的是，Gallwey並不是說我們要向失去意識的人一樣打球。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到這一點，諸如「無意識地打球，並不是指打球的時候沒有意識 (Gallwey, 1974, p. 7)。」或是「他是有意識的，他只是沒在思考 (Gallwey, 1974, p. 8)。」對Gallwey來說，思考讓球員無法專心在對的事情上，而這種思考，就是他所要排除的。
當然，並非只有告訴讀者不要思考而已，他也提供了許多訓練的方法，幫助我們「讓身體自己學會運動」，諸如教練減少語言的指示、盡量以影像的方式代替語言描述、或是將目標注意在其他事情上等等。Gallwey並不是一個強調天份就是一切的教練，他仍然肯定學習與練習的重要性；他只是反對我們讓太多的智性能力介入運動，以至於影響了運動的表現。
Gallwey的觀點不只幫助運動員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對緊張跟焦慮，同時也生動地描繪了運動員處在流暢經驗、巔峰經驗時的心靈內在狀。他對思考、判斷、指示這些智性能力的拒斥，無疑讓他的觀點具有幾分反對智性能力的色彩；而這本書的影響力，更觸及了許多運動世界與非運動世界的人，它可以說是運動哲學的經典著作之一。 
三、《射藝中的禪》
德國哲學家Herrigel將自己赴日本學習射箭技藝的經驗寫成《射藝中的禪》一書於1948年出版。這本書的出現使人們開始將「弓道」與「禪」產生連結 (Yamada, 2001)，書中同時也充滿了許多作者對佛學與日本禪學的體悟，深深影響了西方人對東方運動哲學的認識。
這本書的主題之所以稱做射藝中的「禪」，乃是因為作者強調在學習射藝的歷程裡對禪學的體悟，而非單純對技巧的追尋。作者Herrigel認為，射箭在日本的文化中並不只是一門競技運動，更是一門技藝 (art) 或禪修。學習弓道的人並不是為了追求百步穿楊的技巧而練習；人們透過練習這項技藝鍛鍊心靈，進而達到所謂的「開悟」。作者在書中便直言：

弓箭只是為了某種作用而設的道具，沒有了它，這作用一樣可以發生。它只是達到目標的途徑，不是目標本身，而只是作為最後決定性的一躍時的助緣而已 (Herrigel, 1948/1999, p. 12)。

對Herrigel來說，所謂的「某種作用」就是「開悟」；而在射藝中開悟，就是達到「它射 (it shoot)」的境界。在「它射」的狀態裡，作者認為已經不再有我與箭、我與靶心、甚至是我與世界的區別，我與這個世界融在一起。射出弓箭的人不再是「我」，因為在「它射」的境界裡面，「自我」已經消失，從我手上射出的箭不再是「我」所射出的，而是好像有一個「它」自己射出去一樣，那麼的自然、那的的直接。而這也是何以作者將之稱作「它射」的原因。以下一段文字就是Herrigel對「它射」體驗的描述：

我現在什麼也不明白了，……即使是最簡單的事情也變得一團糟。是我張弓呢？還是弓把我拉入最緊張的情況？是「我」射中了靶子呢？還是靶子打中了我？這個「它」用肉眼看時是心，還是心眼看時是肉？還是兩者都是？兩者都不是？弓、箭、靶子、和我，都互相融入，我已無法再分離他們，也沒有分離的必要了。我一端起弓來射的時候，一切都變得十分清楚，十分直截了當而簡單的可笑…… (Herrigel, 1948/1999, p. 144)。

Herrigel對於「它射」經驗的描述，類似於運動中的「無我經驗」。值得注意的是，Herrigel認為射箭者必須拋下思考、邏輯、語言、和概念才能真正開悟。換言之，思考、邏輯、語言、和概念這些智性能力對學習射藝的人來說，不只不是一種助力，還是一種限制或阻礙，我們必須排除他們。同樣地，Herrigel也認為，即便是已經進入這種狀態或是對這種狀態有所體悟的人，他們也無法以語言或概念的方式傳授給其他人，因為如果透過語言跟文字，反而會對學習造成限制。這種「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教學法是禪學的特色，鈴木大拙（1934/2009）在《禪學入門》一書中便形容這是一種神秘主義式的教學法。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見，無論是學習或是傳授技藝，這本書對智性能力的介入都是持反對的態度。
Herrigel談論運動的技巧時，之所以對思考、語言、文字、邏輯、或是西方傳統的二元論觀點持較否定的態度，乃在於他所追求的是開悟體驗，而非追求極致的運動表現。換言之，乎對Herrigel來說，擁有「開悟的體驗」遠比擁有「好的運動表現」來得重要。繞是如此，他還是在書中提及了一段有趣的故事，用以說明達到開悟體驗的人，自然而然就會有好的運動表現。作者提到，他的師傅為了化解自己對「它射」這個說法的疑慮，曾經在看不見靶子的黑夜中射出兩支箭，第一支箭直接命中靶心，第二支箭則貫穿第一支箭，一樣命中靶心。兩支箭精準的程度令人歎為觀止。他的師父將這高超的技巧歸諸於「它射」，彷彿只要達到這樣的境界，自然就會精準的技巧。Herrigel在書中寫了下師傅的這句話，正好可以說明「達到開悟的境界，自然就會有好的運動表現」這個道理：

大師安慰我說：「心理不要只想射中！你就算每發不中，仍可以做大師，中靶只是外在證明，證明你已經達到無機心的最高峰，證明你無我、捨我……不管你叫這境界做什麼。造詣也分等級，只有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你才能百發百中 (Herrigel, 1948/1999, p. 132)。」

儘管Herrigel撰寫這本書的焦點主要在於開悟的體驗，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其中發現許多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並且對我們在訓練或學習運動時有非常大的幫助。
四、觀點的特點與困難
述提及的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儘管觀點的內容不盡相同，但都具備幾個相同特點。首先是「對智性能力批判或反對」。上述觀點對理性、語言、邏輯、概念、分析、推論、思考等傳統智性能力都抱持著批判或懷疑的態度，有些甚至直接反對。第二個特點是「貶低思考而重身體」。傳統的哲學通常是貶低身體然後重視思考，這一點無論是在古希臘哲學、中世紀哲學、還是近代哲學都可以發現，但上述提及的觀點卻相反，對身體的重視程度往往更甚思考。《比賽，從心開始》與《射藝中的禪》的部分內容甚至還主張要完全排除思考。這個特點與傳統的哲學的主張大相逕庭。第三個特點是「對思考自我的貶抑」。又或者說，是對「身體自我」的重視更甚於「思考自我」。哲學的傳統受心物二元論的影響，非常強調心靈、思考、或是意識，對許多歐陸哲學家來說，例如笛卡兒、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身體的地位遠遠不如心靈。但在《比賽，從心開始》中我們可以看見，Gallwey要我們在運動時壓抑思考自我（自我1），讓身體自我（自我2）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在《射藝中的禪》裡，Herrigel的觀點比較接近一元論的立場。某種程度上他取消了自我跟非我的區別，也取消了心與物的區別。我們可以用無我境界來形容他所描述的開悟。但在達到「無我」境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他對思考、語言、邏輯的態度看出來，他依舊是看重身體自我而貶抑思考自我的。最後一個特點是「無法用語言表達或傳述」。上述觀點均認為，語言的使用有其界限，無法如實地表達某些體驗和意境，也無法成為教學或學習的媒介。部分觀點更直接排斥語言，認為語言對運動不只沒有幫助，還會形成阻礙。
然而上述的特點卻也產生了以下幾個困難。第一，學習與教學的困難。上述觀點往往認為許多運動技巧或感受體會只可會意不可言傳，但這樣的主張卻很容易讓人產生疑惑：如果不透過語言，那我們又該透過什麼來傳授或學習運動的技巧？第二，一個主張無法透過語言作為傳達媒介的人，自己本身也是透過語言來描述自己的觀點，那麼他的主張是否算是一種自我矛盾？第三，這些觀點往往也被認為是故作神秘或故弄玄虛的反科學主義。現代科學所追求的是清晰的論述和具體的實證，這兩點卻似乎是上述觀點所反對或欠缺的。這一點，讓它們常常受到其他學科的非難。最後，結合以上的困難，這些觀點常被視為一種反智主義。它們看起來似乎反對學習、練習、或是教育帶來的功用，似乎認為運動員最好不要受教育、不要練習才能擁有好的表現。以上四個困難都是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必須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本文將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面臨的問題整理如下：
一、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如何學習與教學？
二、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作者使用語言文字是否自我矛盾？
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是否反科學？
四、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是否為一種反智主義？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認為只有透過對「反智」的內涵做進一步的探究，才能夠釐清這些批評是否適切。為此，下一章將從整體哲學的發展角度探究「反智」的內涵。
參、反智的內涵
一、西方哲學的智性傳統
要談論「反智」的內涵之前，還是必須從它所反對的對象「智性」開始談起。此外，智性或智性主義是西方哲學的傳統，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對西方哲學的智性傳統做一個脈絡性的考察，才能更清楚明白反智一詞所指涉的內涵。
西方的哲學傳統是智性文化，這樣的文化始於西方人對智慧的愛好。哲學一詞的英文為「philosophy」，是由希臘文「philosophia」一字翻譯過來。其中「philos」的意思是「愛」，而「sophia」則是「智慧」。因此哲學這個詞本身就有愛好智慧之意，代表一門追求智慧的學科（沈清松，2002）。不過，西方的智性傳統之所以有別於東方，更大的特點是在其追求智慧的方法。鈴木大拙（1934/2009）在比較東西方哲學的差異時，就曾提出西方的哲學較重視邏輯與推理，東方則較不重視。何俊（1998）在〈中國哲學傳統中的反智論傾向〉一文中也提到，西方哲學是透過語言和邏輯分析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東方則未必。Dummett (1988/2005) 在《分析哲學的起源》一書提到西方分析哲學的特性，乃在於他們相信透過語言才能說明我們的思想，並且只有透過語言才能達到這個目的。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在《西洋哲學史》一書中強調理性的重要性，認為哲學（在他的行文脈絡中指的是西方哲學）是一種「訴諸於人類理性而不訴諸於權威」的學問 (Russell, 2004)。彭孟堯（2015，3頁）在《哲學方法論》一書中說西方哲學「是一種用合乎理性的方式來思考人與世界的種種跟本議題的學問」。
西方哲學家多數認為透過智性的能力才能追求真理。例如希臘時期的蘇格拉底，他透過具有邏輯與思辨 (speculative) 的反詰法，一步一步地反駁當時雅典那些自以為聰明辨士，讓人們知道自己的無知，從而追求真正的知識。又例如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他在《沈思錄》中透過嚴謹的論證和分析，提出了他著名的「懷疑的方法」，並藉著這個方法找到了絕對不可懷疑的知識—即我思—來作為一切知識的起點，建構出其知識體系 (Descartes, 1641/1987)。又例如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集大成者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透過理性對自身的檢驗、進行了一層又一層的分析，確立了人類知識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條件，從而為知識劃清了界線，使哲學不再陷入「先驗幻象」的玄思與迷霧中 (Kant, 1781/1998)，並且使哲學第一次成為完全的科學 (Kenny, 2006)。
如果再進一步比較東西雙方的經典哲學著作，例如柏拉圖的《對話錄》和儒家的《論語》，就可以發現兩者雖然均是以對話的形式撰寫，但《對話錄》中則有較多的論證與邏輯分析，《論語》則較缺乏。又或者比較笛卡兒的《沈思錄》和老子 (B.C. 571-471) 的《道德經》，《道德經》裡的「道」，不像《沈思錄》裡的「我思」，是透過層層的懷疑與分析推論才得出來的。老子在《道德經》的開頭就直接告訴讀者道是什麼（或者道不是什麼），並以此為前提在之後的篇幅展開論述，他並沒有像笛卡兒一樣經過層層的分析才得到這個前提。由此可見，西方哲學在追求智慧的方法上，非常重視語言、概念、邏輯、推論、和分析等能力。這樣的重視，就是所謂的智性傳統。
綜上所述，西方哲學透過智性的方法，讓我們對一件事情的真相或概念有更清楚、更明確的把握。然而，有些人卻主張，這樣的傳統雖然幫助我們更清晰地把握哲學，但卻也同時帶來某些框架和限制。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的「反智」，其實就是對這些框架和限制的反對。可以這麼說，一旦某種哲學開始問：我們是否一定得透過智性的能力去把握哲學的真理？是否一定要透過語言和概念來認識事物？是否一定得透過分析和論證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一旦這樣的想法開始產生，那麼它也就算是某種具有反智傾向的哲學了。
二、西方哲學中的反智傾向
事實上，在西方哲學裡面存在著某些不依循智性傳統的思想跟觀點，我們可以在西方哲學歷史的軌跡上發現它們，例如對啟蒙運動提出挑戰的浪漫主義 (romanticism)，又例如對現代主義 (modernism) 提出批判的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更不用說一直存在於所有時代的各種形式的懷疑主義。這些思想跟觀點可以被視為對西方智性傳統的反對，它們或多或少對智性文化進行了批判或反思。以下是本文對具有這種傾向的哲學在歷史、哲學家、與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上的進一步探究。
在哲學的歷史上，遠從古典的希臘時代至今，哲學的發展始終存在著各種形式懷疑主義。這些懷疑主義「原則地懷疑有真知識的可能（項退結，1989，335頁）。」它們都可以視作對以智性作為傳統的西方哲學觀點之批判與挑戰。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則是另一個例子。浪漫主義起源於對過分強調理性及普遍概念的啟蒙運動之反動（項退結，1989）。啟蒙運動的核心是理性，理性本是哲學極為推崇的對象。但浪漫主義認為啟蒙運動過分強調理性，以至於忽略了人類感性與情感的一面。浪漫主義的出現，開啟了哲學對情感的重視，也針對哲學對理性的過分偏執做出了調和與修正。同樣的狀況也可以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對立上看見。沈清松（1993）認為，現代主義有三大特點，其中之一就是對理性的重視。而後現代正是要反對這個特點。哈柏瑪斯 (Habermas, 1929-) 在〈現代主義與後現在主義〉一文中直言「後現代主義把自己表現為一種反現代主義 (Habermas, 1981)。」李歐塔 (Lyotard, 1924-1998) 則認為現代主義總是預設一個後設敘事 (metanarratives) 作為理想的目標，而後現代就是要將這個預設的特徵終結（程志明，2008）。
除了歷史的發展外，我們也可以在不少哲學家身上看到反對智性文化的傾向。這些哲學家並不是反智主義者，他們仍然追求真理、仍然相信知識與智慧的重要性，他們只是反對用傳統的智性方法來追求真理而已。他們認為只有擺脫智性的框架與限制，才能捕捉到更真實的智慧與真知。十九世紀的德國觀念論哲學家謝林 (Friedrich Schelling, 1775-1854) 受當時代的影響，常把真理稱作「絕對者 (the absolute)」，他曾經說過「我們不能用人類語言的任何純粹字眼捕捉那個絕對者 (Schelling, 1980, p. 146)」，並提出了智性直觀 (intellectual intuition) 的觀點，認為我們只有透過這種不經思維、概念、語言、邏輯的直觀 (intuition) 方法才能把握真理（劉創馥，2013）。這一反康德所認為的「感官無法思考、智性無法直觀」的傳統觀點。對康德還有多數傳統的哲學家來說，直觀是一種感官能力，我們不可能透過它直接把握真理，還必須透過智性的思考才行。謝林卻認為智性的思考會阻礙我們把握真理，因此我們只能透過直觀去把握，以免陷入思考的阻礙中。但這種直觀不是感性直觀，而是一種跟智性性思考具有同樣能力、但卻不蘊含思考的直觀。他把這種直觀稱作智性直觀。謝林也因此推崇藝術哲學與藝術經驗，對他來說藝術經驗某種層度上就是一種智性直觀。他認為藝術家在創作時是有意識的，但卻不能夠以概念的方式表達出他創作的原理或規則。這代表在藝術經驗的過程中，有種非理性的能力出現，能夠讓有意識與無意識統一、讓觀念界與實在界統一 (Copleston, 2003)。謝林的思想具有濃厚的神祕主義色彩（傅偉勳，2014），也具有某種程度上反對傳統的傾向。
比謝林稍晚的德國觀念論哲學家黑格爾 (Georg Hegel, 1770-1831) 對「定義」和「區分」這兩種屬於智性的能力也提出了批評。黑格爾認為定義或區分就是界定一個事物的差異性，比如「人是動物而不是植物」，就是透過「是動物而不是植物」的差異性來界定人是什麼；然而「差異性其實是一個事情的界限，界限出現之所在，即為事情終止之處。或者說，界限是事情之所以不是的那個東西 (Hegel, 1807/1977, p. 3)。」換言之，黑格爾認為當我們在定義一個東西的時候，反而會失去了那個東西，這句話反映了黑格爾對智性能力的態度。另外，他也認為傳統上透過嚴謹的語言、命題 (proposition)、和判斷方式來談論哲學無法表述真理。黑格爾提到：「以判斷作為形式的命題，並不適合表述思辨的真理 (Hegel, 1812-1816/2010, p. 93)。」對黑格爾來說，真理是思辨的，必須包含矛盾，但語言命題的判斷只是一種形式邏輯，無法包含矛盾，所以無法用來表述真理（劉創馥，2013）。 
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哲學家尼采，則將反對傳統的力量向前推進了一步。在西洋哲學史上，尼采是第一個關心非理性情意的人，並且賦予它以極高的價值（陳鼓應，1996）。西方哲學一向崇尚理性，但尼采卻認為理性是一條根本錯誤的道路。他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提出早在古希臘時代，人類就存在著兩股對立的精神—分別是代表著理性、和諧、秩序的「日神精神」，和代表著非理性、不和諧、狂迷的「酒神精神」(Nietzsche, 1872/2003)。尼采認為象徵非理性的酒神精神一直為人所忽略，他撰寫《悲劇的誕生》，便是要藉由古希臘的悲劇與藝術，談論這股非理性情意的重要性。尼采對於酒神精神的重視與反理性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其後的存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哲學家（黃國鉅，2014）。
到了二十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在《存有與時間》一書中認為，當我們在探討存有時，應該是探討存有「延續下去」的方式，而不是把存有當作一個靜止的手前之物討論，例如它的定義、本質、大小、形狀等等。他認為這是傳統存有學的錯誤之所在 (Heidegger, 2006)。延續這個出發點，海德格在探討世界跟我們的關係時，就區分了「認識關係」與「使用關係」。前者又稱作「手前性 (Vorhandenheit, presence-at-hand)」 後者則稱作「及手性 (Zuhandenheit, readiness-to-hand)」（陳榮華，2006）。簡單來說，當事物具有「手前性」（即事物與我是認識關係），它就是一個在我手之「前」的事物，我並不使用它，與我沒有直接的關連，只能透過概念、語言、邏輯等方式來「認識它」。但當事物具有「及手性」（即事物與我是使用關係），事物與我有直接的關聯，我正在「使用」它，這樣的關係無法用概念、語言、和邏輯來認識。海德格認為，在及手性關係中我們無法用語言或概念去描述對象，因為一旦描述，對象與我就成了手前性關係，對象成為了一種手前之物。正如同我們很難描述騎腳踏車的技巧或是如何辨認出一個人臉的方法一樣，當我們「使用」這些熟練的技巧時，因為我跟腳踏車或是被辨識人臉處在一種及手性關係中，及手性關係很難透過語言去描述。陳榮華（2006，44頁）在《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一書中解釋：「在海德格這樣的詮釋理，人對世界中之物的原初存在方式是使用，而僅是由於人停止使用，才引出另一種存在方式—認識。」換言之，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之所以可能，乃建立在我們與事物的使用關係上。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海德格將概念認識的地位擺在不經概念的及手性關係之下，這樣的觀點或多或少對傳統的智性文化做了批判，某種層度來說，也是一種反對傳統智性文化的哲學觀點。
除了歷史脈絡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將焦點轉向西方哲學在知識論上的討論。知識論是哲學領域中探討知識的本質、來源及種類的一個分支學科（何志青，2018），其中知識又常常被區分為「knowing that」與「knowing how」兩種根本不同的知識類型 (Fumerton, 2006)。簡單來說，knowing that就是那些可以透過語言、概念、邏輯來清晰表達的知識，這些知識通常可以透過一組語言命題來表達，所以又稱命題知識 (propositional knowledge)。又因為語言涉及概念與認知，所以也可以稱作認知知識 (cognitive knowledge)、或概念知識 (conceptual knowledge)。knowing how則是無法透過語言、概念、邏輯來清晰表達的知識，這些知識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無法透過命題來表達，有時又稱作技能知識。在西方智性文化的傳統上，知識論往往聚焦在knowing that的探討，其關心的是命題知識，討論的是語言、邏輯和命題之間的關係與證成，對knowing how則比較少談論。然而二十世紀後卻有另一股知識論的浪潮興起，開始討論那些無法用語言和命題表述的knowing how，諸如技能知識或是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談論knowing how的哲學家們，逐漸出現了反對語言、概念、和邏輯思維的觀點，反智傾向的思想便從中產生。
萊爾 (Gilbert Ryle, 1990-1976) 在《心的概念》(Ryle, 1949/2009) 一書中與〈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Ryle, 1945-1946) 一文中便提出knowing how與knowing that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例如，我們知道「二加二等於四」的知識，與我們知道「如何騎腳踏車」的知識兩者很明顯是不同種類的知識。前者可以透過語言和概念表述，後者則很難。萊爾關心的是，我們擁有一件事情的knowing how時，是否蘊含著我必須先有這件事情的knowing that？舉例來說，我要學會騎腳踏車這項技能前，是否一定要先說得出何時踩踏板、怎麼控制握把、車身如何平衡等認知知識？萊爾透過這個問題區分了兩種立場：他認為那些主張學會一項技能 (knowing how) 前，就必須先擁有這項技能的認知知識 (knowing that) 的人是所謂的「智性主義者」；而認為學會一項技能前，不必先知道這項技能的認知知識的人則是「反智主義者」。在萊爾之後，知識論上區分出智性主義與反智主義的看法被廣泛認同 (Fantl, 2017)。根據萊爾在《心的概念》一書的說法，他似乎較認同反智主義者的立場，因為他在書中以揶揄口吻稱呼那些相信我們在操作一項技能時必須先蘊含這項技能的認知知識的人是「智性主義者傳奇 (intellectualist legend)」(Ryle, 1949/2009)，用以表示智性主義者的荒謬。
波藍尼 (Michael Polanyi, 1891-1976) 則在《個人知識：朝向後批判哲學》一書中提出默會知識的觀點，使之與傳統的概念知識作區別 (Polanyi, 1974)。他認為，默會知識是技巧性的知識，儘管這種知識仍然遵循某些規則，但卻是一種無法透過語言或概念來表述的規則。波藍尼認為，人們使用默會知識操作這些技巧時是「根據一系列的規則來達到技巧的目的，但人們卻不知道這些規則是什麼 (Polanyi, 1974, p. 49)」，並且他也認為「這些不能道出細節的技藝無法透過描述的方式流傳下去，因為這樣的描述並不存在。只能透過師傅示範給徒弟的方式流傳下去 (Polanyi, 1974, p. 52)。」運動、手工藝、甚至是辨識人臉的能力都可以視為一種默會知識。按照波藍尼的看法，這些知識只可會意、不可言傳，與一般的認知知識不太相同。萊爾和波藍尼的觀點，一方面參雜了反對理性、語言、概念、邏輯的傾向；另一方面也對過去知識論只關注knowing that的做法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綜上所述，在西方哲學歷史發展的進程裡，對傳統智性能力提出挑戰的哲學流派不曾消失過，具有這種傾向的哲學家也所在多有。即便是以知識作為主要探討對象的知識論，也存在許多反對智性能力的看法，或者是對其持有批判的態度。智性一直是西方哲學文化的傳統，對某些哲學家來說，反對這個傳統可能具有負面意義。但事實上，反對這個傳統的哲學思想未必都是負面的，有些哲學家反而肯定它的正面的意義。這些哲學家們認為，這樣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排除智性能力帶來的限制，讓我們更加真切地把握真理，也因為如此，反智傾向的哲學思想才會在每個時代都有其身影，不斷地與傳統的智性文化抗衡，構成西方哲學思想的整體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這些反對傳統的西方思想，無論再怎麼反對傳統的智性能力，卻還是很難脫離思考的範圍。前文談到的這些西方哲學家，儘管他們對思辨的內容與方法進行了很多質疑和批判，但他們仍緊守在思考的領域內，這或許與西方哲學家常追求「思想與存在的統一」有關。相較於「反智主義」，這些一反傳統的西方哲學觀點更認為他們自己是「去中心主義」、「反邏各斯主義」、或是「反理性主義（狹義上的認知理性）」。因此，他們終究還是要透過思考去把握世界，跳脫不了思考的範圍。要談到真正要跳脫思考領域的哲學，我們也許得到在文化和歷史脈絡都與西方大不相同的東方哲學裡去找尋。
三、東方哲學中的反智傾向
西方哲學所推崇的智性能力—諸如理性、語言、邏輯、概念、分析、推論—在東方哲學那裡似乎沒有受到那麼高度的重視，甚至有時候還會遭到拒斥。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東方對於「感受體驗」的要求更勝於「認知上的理解」。《史上最強哲學入門》這本有趣的哲學入門書籍中，作者飲茶（2012/2015）就以一種風趣的比喻提到東方哲學的這個特色，他說：

在東方哲學中，經常會碰到像這樣古怪的場面。聽的人明明說「我可以理解你講的事情」，講的人卻會否認對方已經理解：「不，其實你還沒搞懂。」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東方有獨特的思考習慣，認為光是懂得知識，還不能算是真正理解。在東方，人們認為，凡事一定都要伴隨著足以感覺到「阿，原來是這樣啊，是這種情形！我懂啦！」的強烈體驗或實際感受，才能夠算真正理解。而這種「透過體驗真正理解」的狀態，稱為「開悟」，以和一般的了解區別。

這段文字固然風趣幽默，但卻也點出了東方哲學看重「實踐」、「體驗」、「感受」，更勝於「認知」、「理解」、「知識」的特性。也因此，東方相較於西方，更能夠跳脫思考的範疇，透過體驗與實踐來探討哲學議題。
古老印度處在一個備受外族入侵的動盪時代，其哲學與宗教起源於精神上對現狀秩序的不安，所以對人生世事的無常與痛苦感覺特別敏銳，並企圖透過理解世界與人生的意義，以便找出完全克服生命苦難的方法（林朝成、郭朝順，2017）。印度的哲學思想因而普遍存在一個特徵：認為人世間的痛苦皆是由於缺少對「實在 (reality)」或是真實世界的認識造成的，只要我們不了解世界和自我的真實本性，我們就無法從束縛和痛苦中解脫。因此，印度的思想家追求世界的真實本性，例如世界的終極樣貌或是對自我的探究，不只是為了滿足知識上的興趣，其主要目的更是為了達到一種遠離煩惱、充滿先見和洞視的開悟生活（林朝成、郭朝順，2017）。就這一點來說，印度哲學的目的更著重實踐，而非只是純粹的知識。
起源於印度的佛教，深受印度哲學的影響，對如何超越人世間的痛苦以達到開悟解脫的生活做了很多探討。本文認為，佛學中不少觀點對西方傳統智性能力的是抱持著反對與批判的態度。舉例來說，在佛學中，世間的一切苦痛都是由「執著」而起。而執著的原因，則是因為我們有「分別智」所以才會產生。什麼是分別智？佛家認為，這個世界原本是一團混屯，並沒有萬事萬物的區隔與分別。但我們的「分別智」去區分了萬事萬物，例如你、我、天空、陸地等，然後我們的執著和痛苦就因為這樣的分別而產生。我們可以透過西方哲學裡的語言、邏輯、分析、推論等智性的能力來初步的了解「分別智」。我們透過這些分別的能力認識了這個世界，但也因為這些能力的作用，讓我們產生了痛苦。有時候，我們會很堅持擁有這些分別智，佛家稱這種堅持叫做「執著」。在這些眾多的執著之中，有一個最根深蒂固、最無法放下的執著，就是對於「我」的執著，或者稱作「我執」。「我執」意即執著有「我」的存在，或是執著於有「我」與「非我」的分別。對佛家來說，許多痛苦都來自我執，只要沒有我執，這些痛苦就不會存在。例如，當我因為輸球失去了冠軍而感到難過，對佛家來說，難過的原因並非輸球，而是因為執著於有一個「我」輸了球，所以才會有痛苦。只要沒有這個我，就不會有痛苦。因此，「去我執」一直是佛教很重要的課題（林朝成、郭朝順，2017）。「去我執」事實上就是一種「無我」的境界，而這種「無我」的觀點，也是佛教與其他印度哲學思想一個很重要的劃分（林朝成、郭朝順2017；姚衛群，1996）。那麼，要如何做到「去我執」呢？我執是一種執著，一切執著又因為分別智而起，所以要達到「無分別智」的境界，才能超脫這些執著、超脫這些痛苦。用西方哲學的角度來說，「無分別智」類似是一種不要有語言、邏輯、分析、推論等智性能力作用的境界。只要沒有這些作用，就不會有分別，也就不會有伴隨而來的執著與痛苦。當然，佛學不是鼓勵我們不要認識世界，前面說過，佛學受印度哲學影響，認為就是因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不夠透徹所以才會有痛苦。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並不一定要透過智性的能力，因為有時候這些能力反而會阻礙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惟有拋下這些阻礙跟侷限，我們才能更真切地對這個世界認識，也才能夠達到遠離煩惱、充滿先見和洞視的開悟生活。
另一個東方哲學的重要起源是中國哲學。在中國的哲學裡—尤其是道家哲學—反對智性能力傾向非常明顯。道家的老子在《道德經》的一開頭便說「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經》．第一章），表示可以透過言說的道，就不是常道；他也在《道德經》的其他地方說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道德經》．第五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經》．第五十六章），等表示反對透過語言文字作為傳達道理的媒介立場。道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莊子 (B.C. 369-286)也在他的著作裡常對語言文字提出批判，諸如「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莊子．天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知北遊》）皆是。就道家而言，語言文字不但不足以盡意，反而會構成盡意達義的障礙（劉貴傑，2013，142頁）。另外，馮友蘭（2005）也認為，這個特徵可以從中國的藝術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之特徵看見。他在《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提到，中國的思想家相較於西方哲學家，不太喜歡透過理性的論辯來表達其思想，而喜歡透過格言、警句、比喻、事例、或是預言來表達。莊子就是一個代表，他特別喜歡透過比喻跟說故事來講述哲學思想。就連喜歡透過語言文字來說理的儒家孔子 (B.C. 551-479) 也曾說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傳上》），這句話表達了他認同語言文字有其限制的態度。對許多中國的思想家來說，語言的作用在於暗示，而非透過定義來表達固定含義，一旦語言完成暗示的作用，就應該把它忘掉，或者至少不為語言所拘束，這也正是莊子所說「得意而忘言」的意思（馮友蘭，2005，13-16頁）。馮耀明（1989，317頁）也曾在《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一書中提出「中國哲學不能用西方的邏輯、語句、概念分析等哲學方法來探討」，並且「中國哲學的智慧或真理乃是意在言外之物，是一種主體性的內容真理，是只可會意、體知，而不可言荃、分析的，甚至可以說是超越邏輯、概念思考之上的。」按此說法，如果透過語言和邏輯來分析，我們便無法獲得真實的智慧與真理。
禪是另外一個東方哲學的代表。禪宗是印度的佛教傳至中國後所產生其中一個主要流派，與佛學一樣，都希望透過對這個世界的透徹理解，達到一種更有洞見與自在的開悟生活。對禪來說，我們的知性思維常常是阻礙我們對這個世界透徹把握的障礙。例如「非是即非」、「非有即無」的二元對立的思考，這些我們認為是以所當然的真理，都是禪所要打破的。因爲禪認為，真理得在既非肯定又非否定的情形下求得（林朝成、國朝順，2017），如果我們太執著於這些對立的思維，將會授其蒙蔽，以致無法達到開悟。鈴木大拙（1959/2018，2頁）在《禪與日本文化》一書中說過：「當禪要求表達自己的時候，它卻蔑視邏輯而保持無言的狀態」、「說教是以理智、邏輯和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而禪的方法恰好相反。」他也在《禪學入門》一書中提到「禪並不以知性分析對我們開示任何東西，它也沒有任何規定弟子們要接受的教義（鈴木大拙，1934/2009，58頁）」。這都表示禪反對邏輯與知性思考的立場。
而關於禪宗的教學方法，其核心宗旨源自當年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不透過語言文字、以心傳心授予其傳人佛法的事蹟，即「釋迦捻花，迦葉微笑」之事。因此「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一直是禪宗很重要的一個立場（劉貴傑，2013，3頁）。禪之所以反對語言文字，起因在於佛教從印度傳至中國後，信徒流於過多的宗教儀式與沈溺經文典籍中而產生的變質。事實上，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就曾把自己說的佛法比喻為竹筏：人們搭乘竹筏是為了過河，過了河就可以拋棄竹筏，沒必要背著它上岸（林朝成、郭朝順，2017，42頁）；他所說的佛法也是如此，佛法目的是為了度化眾生，但如果後人執著於佛法裡的語言文字，那就是本末倒置。相傳禪宗的創始人達摩為了扭轉佛教在中國流於鑽研經文典籍的俗病，因而創立了禪宗。他透過「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方式，來傳達釋迦牟尼最原初的用意。
綜上所述，相較於西方哲學，東方哲學一方面較著重生活上的實踐與體驗，另一方面也較缺少西方哲學系統性的邏輯思考。但也因此，東方哲學更能擺脫西方智性傳統的束縛，成為另一股富有活力的哲學思想泉源。整體來說，東方哲學對智性能力的態度，不若西方來的重視，我們可以很輕易地在東方哲學的思想中發現許多反對智性能力的傾向。但如果我們進一步去把握東方哲學的內涵，便會發現它們之所以反智，並不是反對追求智慧，而是反對以智性能力作為追求真理的方法，或是反對我們過度地執著於這些智性能力之中。它們認為智性能力是一種限制，並且企圖超越這些限制來達到真智慧，惟此而已。
四、不立文字，卻不離文字
綜合以上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確定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存在著某些對智性能力持批判或懷疑態度的哲學思想。在這些思想中，有些對智性能力是持完全反對的態度，但有些卻只是對智性能力提出質疑與批判。嚴格來說它們對智性只是部分反對，並沒有全盤否定。事實上，這些哲學思想不管對智性能力的反對的程度有多高，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們對語言文字提出了嚴峻批判，但卻又離不開語言文字。首先，儘管這些哲學家認為語言文字有其界限，但他們仍然得透過語言文字來表述他們的哲學思想，否則我們根本無從學習或閱讀他們的哲學。第二，他們認為語言文字是一種限制，然後他們還是得透過語言文字「智性能力是一種限制」這件事情而已。例如前文提到的黑格爾，他雖然反對以命題判的形式表達真理，但他並非否定語言表述真理的能力，因為思維本來就在語言中進行，我們很難擺脫語言的框架。他要做的就是透過語言讓我們明白語言的限制，然後超越語言，把握思辨的真理（劉創馥，2013）。
我們也可以透過禪宗哲學來說明這個特徵。「不立文字」固然是禪宗的一個核心宗旨，但「不離文字」卻也是禪宗另一個無法避免的特點（劉貴傑，2013，145-150頁）。我們可以看見，禪宗宣稱無法透過文字傳達真理，但還是留下了許多文字書籍。換言之，禪宗儘管不立文字，卻仍然「不離文字」。乍看之下這樣未免有些矛盾，但事實上只要我們明白「不立文字」的原意，就會發現「不離文字」與之並不相衝突。「不立文字」並非指不要文字，而是不拘泥於文字。語言文字，就如同釋迦牟尼所比喻的竹筏，是我們渡河的工具，只要不拘泥於它，我們還是能夠靠它渡河，而且也只能透過它來渡河。道家的老子不也是在《道德經》開頭就說「道可道，非常道」，但之後他卻又為了這個不可道的「道」道了五千多字嗎？中國唐代的禪師六祖慧曾在弟子問他對經文的態度時也說過：「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六組壇經．機緣品）。」意即，不要被經文的文字所侷限，並不代表就不能念讀經文；如果刻意排斥經文，不也是一種被經文所限的表現？劉貴傑在《禪宗哲學》一書中談及禪宗哲學的語言觀時便提到：「不立文字旨在破除參禪者的執著文字、迷失本性；不離文字旨在防止參禪者的盲修瞎練、走向狂禪（劉貴傑，2013，151頁）。」又提到「唯有透過語言文字來參禪悟道，而又不執著語言文字，才能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劉貴傑，2013，147-148頁）。」不過也因此，禪宗為了透過語言文字來傳達真理，又要同時避免習禪者沈溺於語言文字，流傳下來的語言文字時常充滿矛盾與突兀。林朝成、郭朝順（2017，283-288頁）就曾將禪宗的語言表達形式分為禪問與公案，並將禪宗的教學方法分為悖理法、消融法、牴觸法、阻斷法、複述法、呼喝法等幾類。這些語言表達的形式與教學方法都是根據禪宗「教外別傳」的宗旨而行，其中充滿了許多矛盾、突兀、無視脈絡與不合邏輯之處，目的是希望習禪者透過這些文字，能夠打破既有的二元對立思考、打破既有的知性思維，達到所謂真知或開悟的狀態。
五、區分反智傾向與反智主義
透過對東西方整體哲學發展的理解後，我們可以開始界定「反智」一詞的內涵。一般來說，「反智」一詞常被用來指涉某些反對智識教育或是主張教育無用論的觀點，它常出現在教育學或是社會學的領域上，並且通常具有負面的意義。與其相關的詞彙有作為形容詞的「反智的 (anti-intellectual)」、作為名詞的「反智 (anti-intellect)」、以及做為一種思想主張的「反智主義」。對教育學的領域來說，反智一詞無疑是負面的。根據國家教育院編撰的教育大辭書，反智主義具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極權的政體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而實行選擇性的教育政策，以達到思想上的控制；另一種意義則常常使用在學術界本身的互相攻訐或批評，指涉對手的觀點是一種輕忽智識教育的立場（方永泉、譚光鼎，2000）。無論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解釋，都有負面的意涵。
但「反智」在哲學上的使用上似乎較中性。根據前文哲學對「智性」這個概念的把握，反智或反智主義是指一種反對語言、概念、邏輯、理性等智性能力的立場，這種立場未必具有負面意義。例如，謝林的智性直觀，所反對的是傳統思維帶來的對立，卻不反對追求真理這件事情；尼采反對理性，是因為他認為對理性的過度重視，會貶低了人類的情感面向，而有損人類真實自我的發展；另外，海德格所強調的及手性關係，雖然不經概念，但卻也是一種我們與世界最真切的關聯方式，某種程度上在這種關係中我們更為接近真理。老子也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來說明為學與為道的兩種路徑。老子並非要我們完全不要知識，在做知識的路上，他還是認同對學問的日益累積（陳鼓應，2000）。他只是要告訴我們如果要為道，就必須透過另一種方式來減損不必要的努力或是私慾妄為。而老子常強調的「無知」，也沒有否定我們去掌握事物和事態的認知活動，因而也不能說老子鼓勵愚民化的主張（辛正根，2020）。另外，莊子說「得意而忘言」，之所可以拋下了語言，乃在於我們已經得到意、得到了真理，所以被拋下的語言只是工具，而非真理本身。簡言之，在這些哲學觀點中，「反智」所代表的，是一種對傳統智性能力的質疑與批判，而非輕忽智識教育的立場。
事實上，「反智」一詞的定義非常寬廣，在不同的領域和脈絡裡，其指涉的意義也會有所不同。為了避免這個詞在接下來的討論帶來不必要的困擾，本文把「反智主義」理解為教育學上的意義，即對追求智慧、或是對追求智慧的結果之否定；然後把「反智傾向」理解為哲學上的意義，即對「智性能力作為追求智慧的方法」之否定，但對於「追求智慧」這件事情本身卻是肯定的。換言之，在本文的脈絡裡，具有反智傾向的哲學思想，並不等於反智主義，而只是一種對傳統智性文化的批判或反省。
肆、反智傾向思想在運動哲學中的身影
一、運動哲學中的反智傾向考察
上一節本文考察了東西方哲學的整體發展後，對反智傾向思想有較完整的把握，這一節本文將用上一節的考察，對前文提及的諸運動哲學觀點進行詮釋。例如，Monahan (2007) 與呂潔如 (2010) 引尼采的反理性觀點來探討運動中的非理性面向，並提升「身體」在運動中的地位，即是一種透過身體之知來突破智性框架的方式；Breivik (2014) 對knowing how的討論，涉及了萊爾跟海德格的觀點，都認為運動的知識，不是一種認知知識，而是技能知識，是超脫語言和文字的；在劉一民 (1991) 跟石明宗 (2007) 對運動經驗的分析，許多看法都跟反智傾向思想裡主張必須打破「物我兩分」、「理性思考」框架的觀點相符，他們皆認為運動必須突破這些限制，才能有更豐富的價值與感受。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節，筆者將用上一節對反智傾向考察的結果，來對前文深入介紹的《比賽，從心開始》與《射藝中的禪》兩本書做更進一步的考察與詮釋。
二、《比賽，從心開始》的反智傾向考察
Gallwey (1974) 在《比賽，從心開始》一書中提到，運動時不要讓思考的自我1影響身體的自我2。我們可以用海德格的觀點來詮釋Gallwey的說法，對海德格來說，當我們不假思索打網球時，我跟球拍、球的關係是一種及手性關係，很難透過語言來描述。在這種關係裡面，我跟球拍、球是直接關聯的，因此才會產生所謂的流暢經驗。但當我們的思考開始介入，開始透過語言、概念去思考我的動作，我跟球拍、球的關係就會變成一種手前性關係。在這種關係裡，球拍跟球變成了一個與我不直接關聯的手前之物，儘管我能夠透過語言、文字、概念把這些技巧以命題的方式表達出來，但卻跟及手性關係時不一樣，我無法再流暢自在地使用這些技巧，因為這些原本與我有直接關聯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個與我沒有直接關聯的手前之物。
在Gallwey的觀點中，身體的地位似乎更勝過思考。這樣的觀點與尼采極為相似。前文提及，尼采不只是反對傳統的理性，他也透過對身體、對情感的重視，「向西方哲學家們投擲了一顆帶有『身體』觀點的思想炸藥（呂潔如，2010）。」這種影響，可以在Gallwey貶低思考而強調身體的特徵上看見。當然，在這裡也可以看見萊爾觀點的身影，對萊爾來說，企圖透過自我1來影響自我2的人，與他口中那些「學會一個技巧的knowing how前，必須先熟知該技巧的knowing that」的人無異，都是他所謂荒謬的「智性主義者傳奇」。
我們也可以透過海德格、萊爾等的觀點來區分「有意識」跟「思考」這兩件事情。傳統上我們會把有意識跟思考等同起來，好像有意識的人就一定得思考。然而在海德格的觀點中可以發現，當我們與事物處在及手性關係時（使用工具時），我們是有意識的，但卻不用思考。又或者說，至少不是透過語言、邏輯、概念等方式思考（這裡或多或少存在謝林「智性直觀」的影子）。萊爾的觀點亦同，當我們使用knowing how時，我們仍然是有意識的，只不過這樣的意識並沒有運用任何的knowing that或任何命題知識做思考。這些哲學觀點都暗示著我們，有意識與思考是可以區別開的。如果我們接受這一點，那麼Gallwey那些告訴我們運動中不要思考、或是身體可以不假思索運動的觀點也就不會那麼奇怪了。因為在這種不假思索的狀態中，我們還是有意識的。
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Gallwey的觀點也許沒有那麼極端，他並不主張在運動中要完全取消思考。從自我1跟自我2的這個比喻裡面，以及他在這該書後面篇幅講述的各種訓練方法中可以發現，Gallwey並不是要取消思考，而是要讓身體與思考調和。或者換另一種說法，就是「身體之思」與「理性之思」的調和。不過，可以很確定的是，對Gallwey來說，身體之思的地位還是高於理性之思。
三、《射藝中的禪》的反智傾向考察
《射藝中的禪》書名中有「禪」一字，自然深受禪與佛學的影響。書中到處可見作者Herrigel (1948/1999) 對語言、文字、概念、邏輯、思考的批判。他認為學習射藝，如果不拋下這些智性框架，將無法達到開悟的境界。他也提到，這些技藝跟體驗，無法透過語言文字來表達，即使是已經達到開悟狀態的人，亦無法透過語言文字來傳授給後人。他的這些觀點與禪宗的出發點「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相同。
當然，《射藝中的禪》不只展現了禪「不立文字」的特點，也沿襲了「不離文字」的特色。《射藝中的禪》一書本身就是文字，作者Herrigel也透過了語言來撰寫他的開悟體驗，這都在在顯現了他終究「不離文字」。前文提過，禪「不立文字」但卻「不離文字」，意指習禪者不免得透過語言文字接觸禪，但只要不執著於語言文字、不為語言文字所拘束，習禪者終究能夠超脫語言文字，達到開悟的境界。當然，跟禪宗在使用語言文字時為了避免人們局限於語言文字中一樣，Herrigel也用了許多看似矛盾或不合邏輯的用語，諸如「是我射中了靶子呢？還是靶子打中了我？(Herrigel, 1948/1999, p. 144)」的字句。其目都是透過這些矛盾、不合邏輯甚至是突兀的語言文字，讓我們超脫二元對立的思考，已達至真理。
此外，Herrigel在《射藝中的禪》裡提到「它射」的境界，聽起來非常的神祕與虛幻，但我們如果透過佛學的「無分別智」來理解，就能稍微對這種境界有一些把握。對佛學來說，分別智產生了物與我的區別，如果我們執著於這種區別，將無法達到真智慧。惟有達到無分別智的境界，消除一切區別，才能夠達到真智慧。換言之，是一顆執著於要區別一切的心，阻礙了我們達到真智慧。Herrigel要表達的也是如此，透過作者對學習射箭歷程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書中前半段，作者非常執著於「什麼時候放箭」、「有沒有射中靶心」、「我的力氣夠不夠」、「我的技術正不正確」……這些事情。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事情讓作者有了一顆分別心，阻礙了自己看見事情的真相。在作者後面篇幅對「它射」的描述可以知道，在「它射」的狀態中，這些阻礙他的區別都不見了。他提到自我與箭、與靶心、甚至與這個世界的區別都已經消失，全部融為一體，不再有了分別一樣。這樣的境界正如佛學中無分別智所達之境，一切不再有了執著，射箭者能夠清明透徹的把握實在，自然就能更專注的在射箭上。
那麼我們又該怎麼理解《射藝中的禪》中提到師傅在黑暗中射箭的神奇事蹟呢？意即，我們該怎麼解釋開悟之後自然會有好的運動表現這件事情呢？當然我們可以對Herrigel的敘述的故事抱持著存疑的態度，但對開悟會帶來好的運動表現這件事情還是可以用反智傾向的觀點來做說明。在佛學與禪學裡，開悟是指排除諸多質性能力的限制後，對真像能有更清明透徹的把握；運動亦是如此，當我們達至開悟的境界—不論稱它叫做無我境界、流暢體驗、還是巔峰狀態，我們就能夠免於一般思考上的限制，正如同免於Gallwey觀點中自我1的干擾一樣，我們就能夠更專注在運動之上，當然也就會有好的運動表現。誠如一個在罰球線上的籃球選手，如果能夠免於勝敗、個人榮譽、或是他人評價的框架，他自然就能夠更專注在罰球這件事情上，也因而自然會有更好的表現。Herrigel的故事固然有點神奇虛幻，但他所要轉述的道理大致是這樣。
整體來說，如果我們用實驗科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些運動哲學觀點，難免會覺得它們有些神祕主義或故弄玄虛。但如果我們對反智傾向的思想有較嚴謹的考察與把握後，就能理解到這些運動哲學觀點雖然在方法上與科學不同，但目標卻是與科學一致。它們仍舊致力於追求真理，並且期望能夠幫助運動員有更好的表現。
伍、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面臨之困難與回應
在前文介紹具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時，提到了這些觀點常常面臨以下幾個困難，分別是「學習與教學的困難」、「論述者的自我矛盾（以語言文字描述無法語言透過文字描述的觀點）」、「反科學的神秘主義」、與「反智主義」等四個困難。在對東西方哲學的反智內涵做深入的探究後，本章將針對這四個困難做出回應。 
一、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並非完全排斥智性能力
關於第一困難，如果不透過語言文字來傳達或學習運動技能，那麼我們又該透過什麼來傳達或學習這些運動技能？首先，我們可以在《比賽，從心開始》中可以看見，作者主張以影像和視覺為主的教學取代語言和文字的為主的教學、或是以示範動作為主的方式取代口頭指導。他認為，教練過多的口頭指導，反而會使選手過度使用思考，而無法專心在球場上。換言之，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或多或少有排斥語言文字、排斥智性能力作為學習或傳授運動技能方法的傾向。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技能或體驗是「只可會意，不可言傳」，並且一旦透過言傳，就很容易「言不盡意」。
然而，一個主張完全不透過語言文字的學與學習是可能的嗎？本文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又或者如果真的可能，那麼這種神秘主義的教育方法，只適用於某些天賦異稟的少數人，並沒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本文的觀點是，要學習這些「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技能或體驗，終究難免得透過語言、文字、概念、邏輯等智性能力作為開端。我們可從禪宗哲學「不立文字」，但是「不離文字」的特性來解釋這個論點。根據前文的探究，不立文字但不離文字，意味學習者只要不拘泥執著於語言文字，仍然還是可以透過語言文字作為學習的開端。語言文字恰如渡河的木筏一樣，它地目是幫助我們渡河，一旦我們完成渡河就不必再受它們拘束。智性能力也是如此，學習運動的過程中難免使用各種智性能力，但重點是當我們使用這些智性能力時，不能被這些智性能力所拘束，更不可以執著在這些智性能力上。例如一個透過教科書學習投籃的人，如果在熟讀書本上介紹的技巧後沒有真的去練習投籃，然後一直拘泥在書本上的字句跟概念，那麼他將永遠無法學會投籃這項技巧。
同時，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看到反智傾向運動哲學對智性能力「先學再忘」的特點。前文提及的道家思想這一特徵非常鮮明。道家非常講求「忘」，例如莊子認為「坐忘」是進道的境界，只有「坐忘」，心靈才能敞開無礙、達到真知（陳鼓應，2007，194頁）。但換個角度想，如果不先學，何來忘之有？因而先有學，才能有忘。在運動場上也是如此，我們總是透過一些語言、文字、概念、或是命題知識開始學習運動的技巧；但在精熟這些技巧的過程中，再慢慢忘記這些語言、文字、概念、或命題知識。正如一個學游泳的初學者，他得透過一些語言指令或分解動作開始學游泳，然後在他精熟游泳技巧的過程中，他必須慢慢忘掉這些語言或分解動作。直到有一天，他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這些動作，代表他已經精熟了這個技巧，並且也經歷過了「先學再忘」的過程。這種「先學再忘」的特點也有心理學領域研究上的支持，在運動心理學動作技術分析的研究裡，Paul M. Fitts和Michael I. Posner將動作學習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認知期」、「連結期」與「自動化期」（胡名霞，2009/2019）。當學習開始時，進入所謂的「認知期」，即透過動作的相關知識（通常是命題知識）開始學習。到了下一個階段的「連結期」，學習的人為了將動作與知識結合，會開始做許多嘗試，直到漸漸找出最有效與最穩定的方法，然後再將這些動作方法與他們的身體感覺做連結。這個時期因為動作與身體的感覺還沒作連結，因而需要大量的練習。而在練習的過程中，身體感覺會從一開始的「僵硬彆扭」漸漸變成「得心應手」，這代表著學習者漸漸拋開前一階段的知識的過程。等到他的練習量達到一個程度就會進入「自動化期」。在這個階段，他的動作就好像像自動化了一般，不用再刻意思考每一個細節就可以正確地將動作做出來，身體就好像得到解放一樣，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運動場上的其他地方，不必再被知識所侷限。
綜上所述，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並不是要告訴我們對智性能力永遠抱持著拒斥的態度，而是要告訴我們在使用它們的同時不能被它們所侷限。
二、透過語言文字表達的反智傾向運動哲學
第二個困難是指，這些主張運動的技巧或體驗無法用語言文字描述與表達的哲學家，本身也透過語言文字來描述他們的哲學，他們本身是否自我矛盾？其實與第一個困難的回應一樣，如果我們明白「不立文字」但「不離文字」的道理，也就可以輕易理解這些哲學家的做法並沒有矛盾。他們所要傳達的是，當我們在運動時不能被語言文字所侷限，就如同學習一樣。但他們仍然可以透過語言文字來傳達這個觀點，只要我們不被語言文字所限制即可。
當然，跟禪宗「不離文字」卻又要人不被文字所限的情況一樣，這些哲學家很可能會用一些不合邏輯或矛盾的論述來表達他們的思想，一方面防止閱讀的人被文字的概念跟邏輯限制，另一方面也是要透過這些不合邏輯或矛盾的文字來超越對立的思考。所以，當我們在檢視這些觀點的時候，如果沒有對反智傾向的哲學觀點有一定把握，就無法明白這些看似不合邏輯或矛盾的語言文字背後之用意，很容易陷入對其不明究理的苛責中而不自覺。
三、反智傾向運動哲學與科學之異同
關於第三個困難，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是否會是一種反科學的神秘主義思想？無可否認，基於對智性能力「既要使用它、又不能受限於它」的曖昧態度，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難免會有某種神秘主義的色彩。這一點可能是科學特別反對的。然而，如果們能夠理解到，這些觀點事實上也跟科學一樣，都是在抱持追求真理的態度基礎上進行論述，那麼這些觀點看起來也就不會那麼反科學了。孔恩 (Thomas Kuhn, 1922-1996) 曾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文中提到典範 (paradigm) 之間「不可共量性 (incommensurability)」概念。「典範」意指一個時期的科學家所共同相信的「不言而喻的判准」，通常是指一時期的科學家們所共同相信的術語、理論、應用、基本假設、儀器設備、或慣常研究方式。孔恩認為，科學史的進展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常態科學與科學革命階段。在常態科學階段，科學家們共享一種「典範」，並且按部就班地根據典範解決所遇到的問題。但當遇到的異常問題時常挑戰這個典範的時候，就會進入科學革命的階段，科學家會另外找尋新的典範，當然這時候可能是多組典範在進行競爭。最後，當某個新典範脫穎而出，取代舊典範地位的時候，就進入了新的常態科學階段，科學革命也就完成。新的常態科學階段會維持下去，直到有新的異常問題出現挑戰它，才又繼續下一波的科學革命。值得一提的是，孔恩認為：「我們已經發現為什麼不同典範的支持者之間，總是無法在彼此的觀點上有完全的溝通。整體來說，之所以會如此的原因已經被描述成科學革命前跟後的常態科學傳統之間的不可共量性…… (Kuhn, 1996, p. 148)。」並且「不同典範的提倡者之間總是有誤解存在，沒有一方會承認另一方在論證中所需要的非經驗性假設 (Kuhn, 1996, p. 148)。」強調，不同的典範無論新舊，都無法比較熟優熟劣，因為他們是在不同的思考背景、專業語言、理論架構、基礎假設上形成的，無法比較優劣好壞，因此它們「不可共量」。如果用孔恩的立場看待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與一般科學，我們會發現其實兩者的立場是相同的，都是在追求真理與真相，只是兩者所使用的典範不同罷了。兩者依循的典範可能各自解決了某些問題、也遺留了某些問題，但他們彼此間的不可共量性，讓我們不能夠輕易論定期優劣。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科學透過智性能力的推論與分析，搭配實徵經驗追求的現象世界的真相，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則對這些智性能力作為方法進行了批判與反思，兩者至少在對追求真理智慧的這個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四、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並非反智主義
關於第四個問題，通過前文的討論與釐清，我們嚴格區別了「反智傾向的哲學」與「反智主義」。前者僅反對以傳統智性能力作為追求真理的唯一方法，但對追求真理、追求智慧、教育的立場卻沒有反對。後者則代表對真理、智慧、教育立場的反對。同樣的道理，具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並不反對學習與練習，他們反對的是只是反對我們在練習時執著於傳統的智性能力裡。因為運動的技巧，就其本性來說，與傳統的學科知識不同。傳統的學科知識通常是命題知識，而運動的技巧通常是技能知識，很難透過命題知識的方式來學習。繞是如此，這些觀點並不反對運動的技巧得透過學習與練習才能夠有更完美的展現，就這一點來說，這些觀點只是具有反智傾向，卻不是反智主義。
陸、結論
運動的技巧或技能，有別於靜態的學科知識，往往無法單憑語言、概念、邏輯、分析、推論、理性……等智性的能力來把握。不少運動哲學家相信，知道一個技巧的所有知識細節，並不等於能夠做出這個技巧。基於運動的這個特徵，有些運動哲學家認同反智傾向的哲學觀點，認為我們必須排除智性能力的限制，才能更真確的掌握運動的其中真理、才能有更好的運動表現。我們可以在《比賽，從心開始》、《射藝中的禪》等經典的著作中發現這樣的傾向。然而，這些具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因為其本身的特性，常常得面臨以下幾個質疑與挑戰，分別是「學習與教學的困難」「作者使用語言文字的自我矛盾」、「是否反科學？」、「是否為一種反智主義？」
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本文對東西方哲學整體發展所做了深入的探究，並釐清「反智」所指涉的內涵。本文進一步整理出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四個特點，藉以回應上述的質疑與挑戰。首先，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並非完全拒斥智性能力，而只是對智性能力提出了批判。這些觀點主要是提醒我們在使用智性能力的時候，不能被它們所制約，有時後甚至必須「先學再忘」。所以先透過語言文字或其他智性能力學習與傳授運動，並沒有違背這些觀點。第二，正如禪宗哲學「不立文字，卻又不離文字」，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仍然必須透過語言文字來表達，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第三，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與其它科學相同，目標皆在追求真理，只是在方法上略有不同而已。前者透過打破傳統智性能力的框架追求真理，後者則是透過實徵經驗與實驗。兩者之間有著不可共量性，所以無法貿然斷定彼此的真假優劣，所以本文傾向認為兩者是一種互補與調和。第四，本文區分了「反智傾向」與「反智主義」。前者是指對傳統智性能力作為追求真理方法的批判，後者則是指對整體智識教育的反對。前者雖然批判智性能力、認為智性能力是一種框架與限制，但並不反對追求真理與智慧這件事情。就這一點來說，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與反智主義的立場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也因此並不是一種反智主義。
反智傾向的運動哲學觀點，除了解釋許多運動場上「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現象，也讓我們能以更開放多元的態度面對運動，進而獲得更多美好與深刻的體驗。
註釋
註1：本文之所以選用「反智傾向」來指涉反對傳統哲學智性進路，主要是因為西方知識論在萊爾《心的概念》一書出版後就習慣以「理智主義者」和「反智主義者」來區分兩種不同的知識論立場。後者的立場剛好符合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本文第參章會有深入介紹），故選用「反智」一詞作為本文論述的主軸。
註2：在這篇文章投稿前，筆者曾在運動哲學研討會口頭發表這篇文章的初稿。當時曾有學者建議筆者改用「反理性」一詞取代「反智」。經過討論與深思後，筆者認為使用「反理性」與「反智」都各有其優缺點，但經過考量後，筆者還是以「反智」為本文的論述主軸。但筆者也接受在場學者的建議，使用「反智傾向」一詞，以免被誤解為反智主義。以下是幾點筆者不選用「反理性」的考量。首先，當代的後現代主義者是反理性陣營的主流，但他們所反對的理性，並非指「思考」這件事情，而是傳統的邏各斯主義 (logocentrism)。換言之，整體而言他們仍然無法脫離「思考」這件事情。他們終究在思考，只是企圖打破理性的限制方式思考。有別於西方，東方哲學似乎就比較能跳脫思考得範疇，這與東方哲學的特性有關係，本文會在第參章討論。綜合來說，本文所介紹運動哲學著作裡的看法，比較接近東方哲學中完全跳脫思考的觀點，故最後還是不選擇「反理性」使用。第二，使用「反理性」就意味著得定義什麼是理性或是理性主義，這在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上可以說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康德以後，有些歐陸哲學家，他們一方面自詡自己站在歐陸理性主義的傳統上，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打破過去歐陸理性的框架，黑格爾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對於理性的界定與歧異，本文不打算花篇幅處理，這也是為什麼筆者還是選用「反智傾向」的原因，因為它所反對的對象是「智性傳統」，相較於理性主義，比較沒有太大的爭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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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ports skills are different from cognitive knowledge and so cannot be fully grasped solely by intellectual abilities such as reason, language, logic, concepts, analysis, inference, and thinking. Many sports philosophers believe that knowing all the cognitive details of a technique doesn’t translate into an ability to perform a technique. Based on this, some sports philosophers subscribe to the views of an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believing that in order to grasp the truth of sports more accurately and bring better performance we must eliminate 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intellectual ability. We call this the theory of “philosophy of sport with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PSAIT). PSAIT can be found in many works, such as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and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However, due to its own nature, PSAIT often faces many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se, this article will mak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context of "anti-intellectuality". 
The View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Against Intellectual Ability
There are many philosophical works within the scope of PSAIT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and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as representatives for an in-depth introduction.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proposes “the theory of two egos” that we must stop the thinking (that is, ego1), during exercise, and then let the body (ego2) move spontaneously (Gallwey, 1974).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maintains that the art of movement cannot be expressed or taught through language and concepts. In the state of “it-shoots”, the highest state of archery, no thinking or conceptualization can be involved (Herrigel, 1948/1999). A shared feature of these views is an objection to the use of intellectual abilities in sports. However, these views face the following obstacl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sports education: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The self-contradiction of the authors' use of language", "Is the theory anti-scientific?", "Is the theory anti-intellectual?"
The Connotation of "Anti-intellectuali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with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anti-intellectuality". This paper finds that whether in Western philosophy, such as Heidegger (2006), Polanyi (1974), Ryle (2009), or Schelling (1980), or Eastern philosophy, such as Taoism, Buddhism, or Zen), each relative theory argues that intellectual ability is a limitation that sometimes hinders our pursuit of truth. These theories are not "anti-intellectual". They do not oppose the pursuit of truth, but only oppose pursuing the truth solely by using intellectual ability. The example is the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Zen: do not leave words; one cannot be without words (Liu, 2013).
The Appearance of Anti-intellectual Tendency in Sports Philosophy Theory
Through the above investigation, we can find that in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moving "without thinking" does not mean moving "without consciousness". In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it-shoots" is not a mysterious technique, but a state in which we have to sublimate our thinking and focus more on archery.
Conclusion
We can find that, first of all, PSAIT does not completely exclude intellectual ability, but is only a kind of "reconciliation" of intellectual ability. Second, PSAIT must still be expressed through words, because although its tenets can’t be fully defined or transferred by words, they still need to be express in words. Third, PSAIT and science have shared goals. The purpose which they both have is to pursue the truth.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their methods of pursuing truth. Fourth, from the first three points, PSAIT is not a form of anti-intellectualism.
This paper helps us reflect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abilities in sports. PSAIT not only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of “can only be understood, not spoken” in many sports, it also allows us to face sports with a more open and diverse attitude, so as to obtain more beautiful and profoun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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